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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最近几十年的生物学实践逐渐表明，仅仅依赖相对微观层面的现象或机制在很多情况下并不

能很好地解释相对宏观层面的现象；要比较充分地解释某个宏观层面的现象，某些宏观层面的信息也是不

可或缺的。这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是生物现象的语境依赖，即某个宏观现象的发生要依赖于与之相关的

环境因素（如分子反应的细胞环境），而这些环境因素并不能简单地归结到微观（如分子）层面。另一方

面，宏观现象的发生又相对独立于其微观层面的信息，因为改变某个宏观现象的微观基础并不必然带来

宏观现象的改变。这两方面的事实，构成了反驳解释还原论的基础。我们将以实践中的生物学案例为基础，

论证语境因素是如何对解释还原论构成挑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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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iological practice over the last several decades has shown that in many cases we cannot properly 
explain a higher-level phenomenon of interest only in terms of phenomena or mechanisms provided by lower-
level explanations; to properly explain the higher-level phenomenon,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the higher-level is 
also indispensable. One typical case is the context dependence of biological phenomena, namely, the occurrence 
of a higher-level phenomenon depends on its relevant environmental factors (e.g. cellular environments) which 
cannot simply be reduced to the lower-level (e.g. molecules). On the other hand, the occurrence of the higher-level 
phenomenon can sometimes be independent of its lower-level underpinnings, since a change to the lower-level 
underpinnings does not necessarily result in corresponding changes in the higher-level. Facts based on these two 
sides constitute a ground for rejecting explanatory reductionism. This essay, by reference to examples drawn from 
biological practice, will discuss how contextual facts pose a challenge to explanatory reductio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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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萨卡（S. Sarkar）的分类，解释还原论是认识论还原论的一种，区别于本体论还原论和理论还原论。
② 凯瑟（M. Kaiser）进一步区分了解释还原论的两个亚种 : （1）对于同一个现象的两个解释之间的关系，一个是高层面的解释，

一个是低层面的解释；（2）单一的解释，即给定一个高层面的现象（或事实、状态、过程或事件），总可以找到一个相对
低层面的现象来对之进行解释。由于文献中大部分学者在谈论解释还原时都是指第二种类型，故本文将主要探讨这第二
种解释还原论。

一、前　　言

在生物学中还原论观点有着广泛的市场，其

中的“解释还原论（explanatory reductionism）”版

本更是拥趸众多。① [1] 尽管文献中不同版本的解释

还原论都可以找到，但它们的基本思想却是一致

的：② [2] 解释还原论认为，一个相对高层面的（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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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er-level）现象（或事实、状态、过程或事件）

总是可以被一个相对低层面的（a lower-level）现

象所解释，而且，真正有解释力的陈述总是基于

相对低层面的现象的。①[3]-[8]

虽然解释还原论的基本思想看起来十分清晰

简单，其与传统理论还原论的微妙差别却是值得

我们注意的。其一，与传统的理论还原论不同，

解释还原关注的不是作为整体的某个科学理论（如

分子生物学），而是一个个具体的描述、经验概括、

定律、机制（mechanisms）甚至是单个的观察报告。

因而，解释还原论不再要求一个理论被另一个理

论——通过某些桥接定律或对应规则——演绎推

导出。同时，解释还原论也不再要求一个理论的

谓词可以系统地与另一个理论的谓词连接在一起，

或前者被后者所定义。这是因为，据解释还原论

的支持者所说，我们基本上很难在生物学的众多

分支中找到某种统一的理论，如发育生物学、分

子遗传学、群体遗传学、微生物学等等，它们并

非某种统一的理论，而毋宁说是某些理论的片段

而已。（[1]，pp.167-194） 
其二，由于上文的第一个原因，生物学中的

还原往往是以一种“零零碎碎”的方式进行的，

而非像传统的理论还原所要求的那样是成系统的。

这种“零敲碎打”的方式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

说解释还原是一项正在进行中的未竟事业，而且

我们也没有任何先验的（a priori）理由来拒斥其

最终完成的可能性。其三，与理论还原论的雄心

壮志不同——它的支持者试图将生物学还原到物

理学，解释还原往往是在生物学的内部发生的，

如将孟德尔经典遗传学中的某些现象还原为分子

生物学中的某些现象。其四，解释还原论者往往

持有一种“多层组织（multiple-level organization）”

的世界观图景。在该图景中，生命世界是一个多

层次的系统，里面有分子、细胞、细胞器、组织、

有机体等层次，低层级系统构成了其上一级层级，

而每一层又由其下一层级的成分所构成。

然而，尽管解释还原论在很多方面要优于其

前任——理论还原论，且似乎很吻合生物学实践

的某些特征——用低层级现象解释高层级现象，

本文认为它的合理性和适用范围被夸大了。本文

将指出，由于生物现象对其寄寓其中的环境的依

赖，简单地提供某些微观层面的信息并不能很好

地解释某些高层次的现象。另一方面，由于高层

次现象对于低层次现象的相对独立——改变低层

次环境并不一定带来高层次现象的改变——试图

还原高层次现象到低层次的尝试也将无功而返。

尽管有学者辩驳道，语境信息原则上也是可以给

出还原解释的，但本文将论证，还原语境的努力

将会遭遇到原则上和实践上的双重困境。

二、重提语境论证

在分子生物学中，这几乎是一个稀松平常的

事实，即某个分子（或分子过程、途径、机制）

可以产生的效果，必须依赖于其所在的环境。由

于所在的环境（细胞、细胞器、组织、有机体甚

至是体外环境）的不同，同一个分子可以产生许

多不同的——有时甚至是极其不同的——效果（如

基因多效性），而不同的分子也可以产生一些几乎

相同的效果（如等效异位基因）。

如果以上所述可以概括为语境依赖原则，则

语境论证的另一面可以概括为语境独立原则，其

大意为：高层次现象的发生是相对独立于其低层次

环境的——比如变换分子层面一些细节，细胞层

次的现象并不一定跟着变化。因而，我们说分子

层面可以看作是相对固定的环境（fixed context）。

下文将分别讨论这两种语境原则。

三、语境依赖原则

语境依赖现象之所以对解释还原论构成了

挑战，是因为提供某个现象的微观层面信息并

不能充分地解释该现象——尽管微观层面的信息

可能是极其重要或者是必不可少的。要比较充分

地解释该现象，该现象赖以发生的环境因素也是

必须考虑进来的。对于该思想，劳比克乐（M. 
Laubichler）和瓦格纳（G. Wagner）表达得很清楚：

“再次，问题不在于基因和分子是否对于

发育来说是重要的，而在于，如果不考虑它

们赖以表达的具体的功能环境，我们是否还

能在发育过程中赋予它们明确的功能。”[9]

尽管二者讨论的对象主要是发育生物学，但

①层面的高低都是相对的，如细胞层面相对于分子来说是高层面，但相对于组织来说又是低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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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结论却有一般性的意义。对于这个基本结

论，大家也是没有什么争议的。上文说到，解释

还原论的内核是：一个相对高层次的现象总是可以

被一个相对低层次的现象所解释。那么，既然大

家并不否认生物现象的语境依赖，因而争论的焦

点也就转移到了对语境本身的关注上——生物现

象赖以发生的环境本身是否也是可以还原的？

对此，解释还原论的支持者们会说“是”。德

里韩梯（M. Delehanty）最近就论证道，给定一

个涵义明确的机制概念，环境因素也是可以被恰

当地还原的。[10] 她的论证由机制概念开始——

该概念来源于麦卡莫（P. Machamer）、达登（L. 
Darden）和克莱瓦（C. Craver）的卓越工作。[11]

德里韩梯说，对机制的探讨可以使我们理解生物

学中还原论的争论。这是因为，机制往往给予我

们关于某现象的因果解释，而机制的方向性特

征——机制总是从下往上产生的，因为机制来源

于其构成要件及其它们之间的活动——则与解释

还原中的方向性紧密相关。鉴于一个机制的边界

总是随着考察的问题不同而变化，某个曾经被视

作环境因素的部分在新的问题下也可以被容纳进

新的机制——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扩

大了的”新机制，以前的环境因素被容纳进来从

而被看作是新机制的一个部分。这种“扩张策略”

可以反复使用，不断包容新的环境因素，直至最后，

复杂的因果网络结构可以被构造出来。如此，至

少在局部不会再有“晦暗不明的”环境因素了（因

为不可能构造出一张无所不包的因果网络结构），

因而完满的还原解释也就唾手可得了。

不得不说，德里韩梯以问题为导向的“扩张

策略”还是有一定启发意义的，因为在科学实践

上研究对象的边界确实会存在不断修正和拓展的

情况。然而，这个策略是否能真正抹除掉解释还

原论所面临的障碍，则是十分可疑的，因为语境

就像是永远也无法移走的布景，它一直在那儿。

即使某个语境因素 X1 因为某种原因被包含进某个

机制 M1，M1 又会有新的边界从而有新的语境因素

X2，而即使 X2 被包含进了新的机制 M2，那么 M2 仍

会有自己语境因素 X3，如此等等——只要 M 不是

一个无所不包的机制，它总会有自己的语境因素。

而且，就算我们可以构造出一个巨大的局部机制

网络，这个网络本身仍会有自己的边界，也就是说，

仍会有自己的语境因素。

解释还原论者会回应道，第一，给定任何一

个具体的机制案例，它的边界是相对确定的；第

二，解释还原并非要把所有东西都还原到（比如）

分子层面，相反，它只把需要还原的部分给还原，

比如，在因果上与该机制的产生相关的环境因素。

如此，尽管我们会因为还原了部分因果相关的环

境因素而界定新的边界（即引入新的环境因素），

但在新引入的环境之内，所有相关的因素都已经

从分子层面被还原地刻画了。因此，“扩张策略”

并不会带来无限倒退的问题，因为我们只是还原

需要还原的部分。

然而，这个回应会面临实践上和原则上的双

重挑战。首先来看来自于实践的挑战：在实践上，

即使我们知道某些环境因素在因果上与所产生的

机制有关，科学家也不总是将它们还原到（例如）

分子层面。我们来看发育遗传学（developmental 
genetics）的例子。在发育遗传学中，科学家们一

般都把细胞和有机体方面的因素看作是不变的背

景环境，而在这样做的时候，这些非基因方面的

因素的因果作用一般都不会被评估。也就是说，

给定某个要回答的问题，科学家往往把细胞和有

机体方面的因素看作是没有任何因果效力的背景

环境，尽管他们十分清楚，对于某些机制的产生

而言这些因素可能是有因果效力的。而且，发育

遗传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成功并不能说明解释还原

的成功，因为“基因原因的发现总是依赖于一个

被固定了的有机体环境”。[12]

如果认为这种“假设环境因素没有因果效力”

的研究方法支持了解释还原论，那将是十分不公

平的，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假定了环境因素没有

因果效力因而不需要还原，同时也假定了只有分

子层面的因素才有因果效力——所以，“所有”需

要还原的都已经还原。当然，这种“不对称的”

研究策略也有其深层理由，因为任何科学研究课

题都不可能将所有因素都纳入考虑范围之内，它

只能假定某些因素是固定不变且因果无关的，而

另外一些因素是变化并因果相关的。只有这样，

在有限的时间内（和有限的经费支持下）某项研

究才可能开展。不过，这种研究策略也遇到了挑

战（或者说补充），因为我们完全可以把研究方向

颠倒过来——固定分子层面的因素并假定它们因

果不相关，同时变换细胞（或细胞器、组织、有

机体等）层面的因素并考察它们的因果效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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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将在下文看到，这种思路不仅仅是个猜想，而

且也是被广泛采纳的一种研究策略（见下一小节）。

现在来看解释还原论面临的原则上的挑战，

这里以致癌作用（carcinogenesis）为例。在对致癌

作用的解释中，体细胞突变理论在过去半个世纪

以来占据着主导地位。[13]，[14]据该理论，

“癌症是由体细胞 DNA 改变所引起的基

于细胞层面的疾病，它会导致细胞增生。相 

应地，大多数致癌物质之所以被认为是致癌

的，是因为它们会诱发癌变。居于致癌作用

核心的是‘癌细胞’。这些癌细胞被认为是数

次连续的突变所导致的结果（包括致癌基因、

肿瘤抑制基因、DNA修复基因等的突变），而

这些突变又被认为会促使癌细胞增生，并导

致它们相对高的适应性——在群体遗传学的

意义上。正常细胞的默认状 态是沉寂的，并

且需要外界信号才能增生。癌细胞则不需要。

因而，癌症被认为是某种（成问题的）自我

维持的细胞增生。”[15]

正如上文所示，对于致癌作用的分析是在细

胞层面进行的，而大家也相信，致癌作用被与细

胞相关的机制所还原地解释了。然而，最近的科

学研究却表明，“癌症本质上是一种发育疾病，发

生在组织层面”，而“致癌作用被认为是组织的

形 态 发 生 场 的 紊 乱。”（[15]，pp.37-48） 特 别

地，根据组织结构场理论（tissue organization field 
theory），[16]

“健康的组织会对细胞增生施加限制（通

过机械力、化学抑制等作用）。然而，对组织

结构的破坏却可以减缓这些限制，从而导致

细胞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和动力增生，并进一

步引起组织结构的紊乱。致癌作用之所以会

发生，是因为组织构架的改变，或对正常发

育的干扰。”（[15]，pp.37-48）]

换言之，要解释“癌细胞现象”，我们必须

往上追溯到组织层面，而细胞正是寄寓在组织里。

为了进一步表明这一点，我们来看上皮细胞癌

（epithelial cancer）。这种癌症涉及到“组织的两个

主要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即上皮细胞——它会

非常典型地非正常增生，和环绕着这些上皮细胞

的基质（stroma）”。更重要的是，“作为‘癌细胞’

并非细胞的真正属性，因为‘癌细胞’并不拥有

某种新的能力，而且，将它们放置在合适的组织

环境中它们又会回归正常”。（[15]，pp.37-48）因而，

细胞应当被看作是依赖于其寄身其中的组织环境，

因为组织环境会限定怎样的行为才是合适的。当

组织环境正常时，组织一般会被认为是不变的或

固定的，也即被看作是背景环境。当组织环境不

正常时，我们才开始将目光转移到它身上。不过，

将目光转移到组织环境上并不必然会引起还原解

释，因为——正如上例所示——对于致癌作用的

合理解释恰恰需要我们聚焦于组织层面上而非对

之还原。

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得出的教训是，当解释一

个现象时，我们并不总是能将该现象还原为更为

低层级的现象，例如将组织还原为细胞。这并不

是一种研究策略的选择，如我们既可以选择对之

做还原解释也可以选择不这么做，而是关涉到我

们究竟能不能很好地对目标对象进行解释——这

是一个“能”或“不能”的问题，而非哪一种选

择可能在程度上更好的问题。当我们在还原的诱

惑下试图忽略组织而孤注一掷地锁定细胞时，我

们可能永远也无法理解为什么致癌作用会发生。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并非要否定任何“由下往上

看的（bottom-up）”还原视角，而是要强调，至少

在致癌作用的研究中“由上往下看的（top-down）”

非还原视角也是不可或缺的。也正是在这一点上，

我们说纯粹的还原解释在原则上无法回答致癌作

用为什么会发生的问题。

不过，可能有人立马反驳道，只要组织结构

场理论不是关于癌症的最终理论，那么我们就仍

有理由相信，或许未来的某种 “细胞结构场理论”

或者“分子结构场理论”可能会还原目前广为接

受的组织结构场理论。不可否认，这种可能性是

存在的。不过，我们也要反问，这种可能性是指

什么。逻辑上的可能性？物理上的可能性？还是

实际上的可能性？先来看逻辑上的。如果仅仅是

逻辑上的可能性，那么我们同样有理由相信，从

逻辑的角度来说，未来会取代组织结构场理论的

可能是某种“有机体结构场理论”而非“分子结

构场理论”，而且这种逻辑可能性并不违背任何逻

辑定律——因而，逻辑可能性并没有提供给我们

任何关于如何定夺哪一种可能性更可能的信息。

再看实际可能性。实际可能性必须要根植于实际

的科学实践，而我们目前的科学实践已经表明，

组织结构场理论似乎是最有说服力和最有潜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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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

最后来看物理可能性。物理可能性大概是说

某种东西（或理论）目前无法实现，但等未来物

理条件成熟时是可能实现的，比如，虽然我们现

在的汽车不能跑到一千公里每小时，但未来等物

理条件允许了也许就能达到。同理可证，当我们

关于分子的知识更完备了，运算速度更快了，或

许我们就能给出某种还原的“分子结构场理论”。

然而我们不难看出，在这个意义上组织结构场理

论的物理可能性一点都不比某种设想中的“分子

结构场理论”低——因为后者不过是某种尚未（或

未必会）实现的设想，而前者则是已经实实在在

地在物理上实现了的可能性！此外，我们也可以

说，随着大规模、高通量的数据采集与计算机模

拟成为可能，我们或许可以建构关于整个生物体

系统的“有机体结构场理论”——系统生物学

（systems biology）现在所做的工作正在朝这个方

向迈进。[17]-[19] 因而，从物理可能性的角度来看，

向下还原的情形和向上统合的情形都具有物理可

能性，而且很难判断哪种情形的可能性更高。总之，

无论从哪种“可能性”的角度，组织结构场理论

都不比某种设想中的“分子结构场理论”逊色。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解释还原论既面临实践

上的也面临原则上的挑战。在实践上，科学家总

是聚焦于某些因素而将其它因素看作是没有因果

效力的背景环境，在通常情况下他们并不会试图

将这些背景环境也还原或纳入到考虑的范围之内。

当他们这么做时，他们既有实践上的也有原则上

的理由。实践上，我们不可能将所有可能有关的

背景环境都还原；原则上，这样做未必会增进我们

对于目标对象的解释或理解。

四、语境独立原则

现在可以考察硬币的另一面：语境独立原则。

前文讨论语境依赖原则时，我们看到科学家们通

常将高层面的因素看作是固定不变的环境因素，

而低层面的因素则是研究的焦点所在。然而， 在某

些研究领域相反的研究策略也被采纳，例如在发

育生物学中，生物学家们有时候也将低层面的因

素看作是没有因果效力的背景环境，而将研究的

焦点放在探索高层面的因素是如何影响有机体发

育的。①首先来看一个发育进化文献里的经典案例。
[20]，[21] 科学家们一直想知道，为何某些青蛙和蝾

螈的物种在跖骨或整个脚趾脱落时是按照一定顺

序或模式进行的，即某些骨骼的成分总是先于其

它成分而脱落。更为具体地说，当蝾螈在进化史

上逐渐丢失掉跖骨时，它们为何总是首先丢失第

五和第四跖骨，而青蛙又为何总是首先丢失掉第

一跖骨，然后是第五跖骨，接着是第二跖骨。科

学家阿尔比齐（P. Alberch）和盖尔（E. Gale）说：

“与具体的模式形成机制相独立，所有试

图解释肢体形态发生的模型都表明，所形成

的模式在某种程度上要依赖于（模式分化时）

胚胎发育场的尺寸。”[21]

也就是说，在骨骼形成前简单地减少原生细

胞的数量即可造就这种模式：当胚胎肢芽（limb 
bud）的原生细胞数量处于一定的阈值时，肢体将

发育成正常的结构，而当这些细胞减少到低于一

定阈值时，与跖骨丢失相关的某种变化即会出现。

而且，跖骨丢失的顺序和模式不会是随机的而是

高度有序的：个体发育中（ontogeny）最后形成的

跖骨将会在该个体所在的种系发生（phylogeny）

中最先丢失。更具体地说，青蛙最后形成的是第

五和第一跖骨，因此这两个跖骨也是最有可能首

先丢失的；蝾螈最后形成的是第四和第五跖骨，因

而它们也是最可能首先丢失的。

在总结他们的研究时，阿尔比齐和盖尔说到：

“模式形成前细胞数量的减少，导致了骨骼成分的

数量和空间结构发生重新布局”。（[21]，pp.8-23）

这就是说，在骨骼形成前任何可能将原生细胞减

少到低于一定阈值的变化，都有可能改变骨骼成

分的空间布局，从而改变青蛙和蝾螈的肢体发育

模式。我们从这个例子中得到的最直接的信息是，

对于模式形成的解释并没有援引任何有关基因或

分子层面的知识。当然，这并不是说青蛙或蝾螈

的肢体模式形成完全不是建立在基因或分子的基

础之上——毋庸置疑，没有基因和分子的作用，

①注意，语境独立原则说的是高层面的现象（模式、机制等）相对独立于其低层面的基础（如分子基础），但这并不否认这
个高层面要依赖于比之更高层面的环境因素。譬如，某个细胞层面的现象要相对独立于其分子层面，而与此同时它也依
赖于其自身的组织环境。因而，这里的语境独立原则并不与上文的语境依赖原则相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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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形成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正如阿尔比齐

和盖尔在他们的文章末尾所说，在如下意义上模

式形成是相对独立于其基因和分子基础的：如果我

们将与模型形成相关的基因从 Gi 变换到 Gj（i ≠ j），

那么模式形成并不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

“我们基本的前提是，形态方面的变化并

不必然对应于特定的基因变化，也即，改变

会影响到形态学系数的许多基因可能会引起

完全相同的形态变化。[…]在这些案例中，

如果细胞数量小到一定程度，产生宏观模式

的发育作用将会引起某种特定的、不变的骨

骼形态，尽管其基础层面的基因都已经做了

改变。”（[21]，pp.8-23）

由于模式形成对于其低层面的分子基础的相

对独立性，这些分子基础往往可以被看作固定的

背景环境。借用萨尔蒙（W. Salmon）的说法，我

们可以说分子层面的解释被只涉及到细胞数量变

化的高层面解释所“屏蔽（screen off）”了。[22]值

得注意的是，我们这里探讨的并非科学研究上的

孤例，因为最近的很多研究表明，大量不同的生

物类群都可能保留了某些相同的反应模式或生化

途径——这表明，许多高层面的模式要相对独立

于其分子基础。

通过这个案例，我们得出的更一般的结论是：

只要问的“为何如此”问题是在发育生物学的模

式形成层面提出的，而且我们也知道模式形成对

于其分子基础是相对独立的，那么我们就找到了

分析问题的某个合适层面，而这个分析层面不需

要继续还原到分子层面去。如果有人非要细究在

分子层面某个具体模式是如何形成的，他或许需

要深入到分子层面去。然而，他可能已经转换了

我们问的问题，因为他现在问的不再是“为何某

些青蛙和蝾螈的物种在跖骨或整个脚趾脱落时是

按照一定顺序或模式进行的”，而是“为何这只青

蛙先脱落这个跖骨然后是那个跖骨”——我们也

会看到，即使是对后者的回答，也要依赖于我们

对前者的解答。

五、结　　论

本文的两个论证（即语境依赖和语境独立）

表明，把某些因素看作是固定不变的研究策略既

发生在“由下往上看的”解释里也发生在“由上

往下看的”解释里：当探索低层面因素的因果效力

时我们把高层面的因素看作是固定不变的，而当

探索高层面因素的因果效力时我们又把低层面的

因素看作是固定不变的。在前一种情况中，低层

面现象的发生要依赖于其高层面的环境因素，而

在后一种情形中，高层面的现象要部分地独立于

其低层面的基础。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我们都没

有看到纯粹的还原解释。前者并非还原解释是因

为，与被解释项的产生因果相关的环境因素并没

有——同时也并不能——被还原；后者并非还原解

释是因为，解释所实际展开的层面是独立于某个

更低的基础层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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